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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互联网使用对其自评健康影响机制探究*

———基于 2016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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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利用 2016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借鉴以往经典相关理论，尝试探讨居民互联网使用对
其自评健康状况的影响机制及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居民互联网使用对其自评健康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且
主要作用途径之一是信息获取机制。进一步使用条件混合过程估计方法( CMP) 控制内生性后，所得结论依然
较为稳健。同时发现互联网使用时间与居民自评健康之间呈现“倒 U 型”关系，过度使用互联网可能不利于
健康。异质性分析结果还表明，互联网使用对不同世代的健康效应差异并不显著，但对不同社会经济地位者
的健康效应存在显著差异，互联网使用可能有利于缩小健康不平等。研究结果对于在互联网时代和“健康中
国”战略实施背景下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和缩小国民健康不平等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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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21 世纪以来，互联网逐渐进入大众普及时代。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2019) 发布的第 44 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网民的规模已经达到 8. 54 亿，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达到
61. 2%。美国当代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 2001) 将以计算机和新通信技术为标志的超越传统工业社
会的新社会形态定义为网络社会或信息社会。信息社会的到来不仅对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深刻的
影响，而且也改变了人们传统的学习、工作及生活方式。

在信息技术深入发展和大众网络深入普及的背景下，互联网与健康之间关系逐渐进入传统社会科
学的研究视野。在国外有关互联网与健康研究中已经发现数字不平等与人口健康差异有着紧密的关
系，其中数字鸿沟被认为是健康促进和医疗保健方面值得重点关注的新问题( Chou et al．，2011) 。与国
外研究相比，国内对此现象缺乏足够的关注，在此领域的研究起步也较晚。国内既有相关研究中关注对
象多为老年人口，研究视角多从心理学展开，在研究方法上也较少考虑内生性问题( 汪连杰，2018;李成
波等，2018) 。

在互联网快速发展时代和推动“健康中国”战略实施关键时机下，进一步明晰互联网使用与居民健
康之间的关系，对于在新时代背景下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和提升国民健康水平有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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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参考价值。在此背景下，本文利用 2016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借助二元 Logit回归模型和条件
混合估计方法( CMP方法) ，客观探究互联网使用对居民自评健康状况的影响及可能作用机制，并在社
会分层视角下进一步考察互联网使用对健康不平等的影响。

二、相关文献回顾与评述

国内外众多学者对互联网与健康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主要形成了三种代表性观点。第一
种观点是健康促进论，认为互联网技术使用者往往有着更好的心理健康、身体健康和医疗决策能力，互
联网使用对自评健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 Hong et al．，2017 ) ，通过缩小数字鸿沟可以带来健康效益
( Kreps，2005) 。第二种观点是技术压力论。技术压力是指由于无法以健康的方式应对计算机技术而引
起的现代适应疾病( Craig，1984) 。技术压力已经扩展到一般技术( 比如互联网) 的使用中。网络成瘾是
技术压力一个重要表现，其重要的特征是技术用户倾向于将大量时间分配在互联网使用上。现有研究
发现，无论是网络成瘾或过度使用互联网，还是对网络社交媒介的依赖，都会增加互联网使用者的健康
风险( Allcott et al．，2019) 。第三种观点是间接关系论，认为互联网使用反映的其实是社会经济地位对
健康的影响，而互联网使用本身不会对健康产生直接影响。也就是说互联网对健康的影响其实质反映
的是社会经济地位的作用，互联网本身对健康并无影响( Gracia ＆ Herrero，2009) 。目前大部分观点倾向
于健康促进论，而技术压力论反映的其实是对过度使用互联网所导致的健康风险问题反思。在实际探
究互联网使用与健康关系时，不仅应该考虑到是否接入互联网对健康的影响，而且有必要考察互联网使
用强度和健康之间的关系。

互联网作为信息媒介本身是无法直接影响健康的，必然是通过某种机制对健康产生作用。在对互
联网使用和健康关系机制的研究中，主要形成了两种具有影响力的解释机制。第一种是人际情感解释
机制。对于该机制的具体解释主要包括社会参与、社交活动、休闲娱乐等，多集中于对心理健康方面的
解释( LaＲose et al．，2001; Szabo et al．，2018) 。第二种是信息获取解释机制。在网络社会，互联网作为
一种传播媒介是健康信息的重要来源，网络使用者可以通过互联网查找健康知识、搜索疾病特征信息、
加强健康预防和保健、参与在线健康活动、改善生活方式等活动提高个体健康水平 ( Sillence et al．，
2007) 。

在考察健康不平等时，传统社会分层理论视角往往认为信息和资源的流动受到了权力精英的控制，
高社会经济地位阶层在信息和资源占有上更具有优势，从而获得更高的健康水平，并形成了所谓“社会
因果论”。但是网络社会学理论认为“流动的权力优于权力的流动”( 曼纽尔·卡斯特，2001 ) 。传统的
工业社会的权力结构在网络社会中发生变化，信息与资源流动方式已经发生变迁。互联网技术在推动
了信息分布平态化与信息流动网络化的发展同时，以极其低廉的方式把包含各式各样的知识与信息呈
现在普通大众前，推进了信息平民化的实现( 徐清源等，2018) 。在健康研究中，一方面确实发现最需要
获得健康支持的群体，往往是在互联网接入方面最困难的低社会经济地位群体( Newman et al．，2012) 。
但另一方面互联网使用的增长和网络上可用的健康信息的增加，正在改变健康信息的格局( Jacobs et
al．，2017) ，互联网使用作为重要的信息资源的载体可能会调节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的影响，进而有助
于减轻健康方面的社会不平等( Ｒains，2008 ) 。也就是说在信息社会，互联网使用可能促进了信息与资
源的流动，互联网接入上处于弱势的低社会经济地位群体，在接入互联网之后，获得了在传统社会中由
于信息与资源弱势地位不足而未被满足的健康需求，从而有利于缩小不同阶层之间的健康不平等。但
目前国内基于社会分层视角考察健康的研究中往往忽略信息技术发展背景下健康不平等的变化，难以
回答网络社会中健康不平等新问题。

在考虑社会变迁因素影响时，队列也是不可忽视一个重要维度( Ｒyder，1996) 。Prensky( 2001) 认为
出生在数字时代的年轻人是“数字原住民”，出生于数字时代之前的中年人是“数字移民”。“数字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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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天然熟悉和依赖信息通讯技术，而“数字移民”则通过学习“数字语言”融入数字时代 ( Tapscott，
1999) 。老年人则被称之为“数字时代的难民”。不同世代所经历的不同社会变迁环境可能形成了他们
在互联网使用时机会、能力和习惯的差异。在社会分层视角下研究互联网使用影响时，除了传统社会经
济地位因素，同样难以忽略不同出生队列人群所形成的年龄分层效应。

综上所述，在以往关于互联网使用与健康关系的研究中，无论是健康促进论、技术压力论还是间接
关系论，实际上都未能充分明晰互联网使用与其健康之间的关系，且互联网使用与健康之间往往存在难
以忽视的内生性问题。在进一步的影响机制的探究中，现有研究主要形成了人际情感解释和信息获取
解释两种路径。但以往研究往往侧重于心理健康，忽略对信息获取解释机制的探究，且当考虑到更综合
的自评健康时很少有实证研究进行更深一步的探讨。同时，传统社会分层理论视角在探讨社会经济地
位与健康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时，主要形成了健康选择论、社会因果论等理论。但从传统工业社会到网络
社会，社会权利结构和信息的流动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社会分层研究亟需重点关注社会变迁背景下信
息技术发展对健康不平等的影响。

三、研究设计

( 一)研究假设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聚焦的主要问题包括: ( 1) 居民的互联网使用是否会影响其自评健康状况? 如

果有影响，那么互联网使用影响居民自评健康状况的主要机制是什么? ( 2) 在不同出生队列人群中，互
联网使用的健康效应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以及互联网使用是否减轻了不同阶层之间的健康不平等? 为
了进一步探究互联网使用与居民自评健康之间的关系，根据前文综述及相关理论，本文提出四个基本
假设:

假设 1a:与不使用互联网居民相比，使用互联网的居民自评健康状况更好。
假设 1b:互联网使用时间对数和居民自评健康状况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
假设 2:居民认为互联网作为信息渠道重要性越高，其自评健康状况越好。
假设 3:互联网使用对不同出生队列居民的自评健康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假设 4:互联网使用对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居民自评健康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 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 2016 年最新实施的中国家庭追踪调

查(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是一项全国性、综合性的社会追踪调查项目，
旨在通过追踪收集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反映中国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的变迁，为
学术研究和公共政策分析提供数据基础。考虑到 CFPS 数据中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样本量偏少及老年人
社会经济地位测量尚存在争议等缘故，本文的研究对象限定为 16 ～ 64 岁人口，在剔除缺失严重的样本
和不符合条件的样本后，有效样本数为 22，496 人。

( 三)变量设置
1．因变量:自评健康状况。自评健康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即使在考虑了客观健康状况的条件下

自评健康依然能够较好地代表人口的综合健康状况 ( Idler ＆ Benyamini，1997; 齐亚强，2014 ) 。在
CFPS2016中问卷设问为“您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如何”，问题有五类，分别为“非常健康”、“很健康”、
“比较健康”、“一般”和“不健康”五个选项。基于整个样本状况与研究实际的考虑，本文将前四类合并
为“健康”，并赋值为 1，“不健康”赋值为 0。

2．自变量: 本文核心自变量为居民互联网使用情况。本文的互联网使用是指人们能够通过手机、电
脑等现代信息通讯技术手段应用互联网技术进行学习、社交、娱乐等活动的行为，具体包括是否使用互
联网和互联网使用的强度。通过问卷中“是否移动上网”和“是否电脑上网”生成新变量是否使用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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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回答”是”赋值为 1，“否”的赋值为 0。通过互联网使用时间测量互联网使用的强度。互联网使用时
间通过“每周空闲上网的时间有多少小时对数”生成。此外，为了考察互联网使用影响健康的机制，本
研究通过问卷中“互联网对您获取信息的重要性”生成变量互联网作为信息渠道重要性，选项按“非常
不重要”到“非常重要”从 1 到 5 进行赋值，分数越高表明互联网作为信息渠道的重要程度越高。

3．控制变量:根据以往的研究，本文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体育锻炼、ISEI、城乡
类型和地区。由于我国城乡、区域之间医疗资源配置不均，由此可能导致居民健康状况也存在差异，因
此将城乡和地区作为控制变量。在本研究中社会经济地位是一个核心变量。在社会经济地位的衡量方
式上，Blau和 Duncan( 1967) 根据每个职业的平均教育水平和收入计算出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后 Ganze-
boom( 1992) 等人在此基础之上发展出较为成熟的国际标准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International Socio － Eco-
nomic Index，ISEI) 。参照以往研究，本研究中利用 ISEI测量个体社会经济地位。从 1987 年中国人发出
第一封电子邮件到今天互联网的快速普及，不同世代人群出生、学习与工作的生命历程交织于互联网不
同的发展阶段。据此，这里将出生队列简要划分为 1967 年以前、1967—1986 年和 1987 年及以后三个
类别。

表 1 是相关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从表 1 可知，自评不健康的人口年龄均值略高，比自评健康的人
口高 8. 76 岁。自评不健康人口中女性居多，而男性仅占 41. 8%，这比自评健康的男性低 12. 8%。整体
来看，自评健康的人口比自评不健康人口受教育程度更高。自评不健康的人口参与体育锻炼比例为
32. 2%，比不参与体育锻炼的人口低 6. 6%。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居民整体健康状况更好。自评健康
人口中 ISEI 均值为 35. 02 分，比自评不健康中人口高 6. 27 分。自评健康人口中为城镇居民的占
49. 3%，比自评不健康的人口高 13. 1%。居民的健康状况可能存在地区差异，东部地区自评健康的人
口占 41. 4%，比自评不健康的人口高 6. 6%。西部地区自评健康的人口占 29. 7%，比自评不健康的人口
低 7. 7%。互联网使用和居民健康状况关系密切，自评不健康人口中使用互联网的人口仅占 23. 2%，比
自评健康人口中使用互联网比例低 30. 2%。自评不健康的人口互联网使用时间对数略低于自评为健
康的人口。自评不健康人口中互联网使用作为信息渠道重要性的均值为1. 82，比自评健康的人口低0. 96。

表 1 相关变量描述统计

全体样本 健康 不健康
均值 /比例 标准差 均值 /比例 标准差 均值 /比例 标准差

年龄( 岁) 41． 96 12． 39 40． 92 12． 29 49． 68 10． 23
出生队列
1967 年以前 0． 315 0． 465 0． 281 0． 450 0． 567 0． 496
1967—1986 年 0． 460 0． 498 0． 471 0． 499 0． 377 0． 485
1987 年及以后 0． 224 0． 417 0． 247 0． 431 0． 055 0． 229
性别
女性 = 0 0． 470 0． 499 0． 454 0． 498 0． 582 0． 493
男性 = 1 0． 530 0． 499 0． 546 0． 498 0． 418 0． 493
婚姻状况
无配偶 = 0 0． 153 0． 360 0． 160 0． 367 0． 102 0． 303
有配偶 = 1 0． 847 0． 360 0． 840 0． 367 0． 898 0． 303
体育锻炼
不参与 = 0 0． 620 0． 485 0． 612 0． 487 0． 678 0． 467
参与 = 1 0． 380 0． 485 0． 388 0． 487 0． 322 0． 467
ISEI 34． 27 14． 45 35． 02 14． 68 28． 75 11． 23

城乡类型
农村 = 0 0． 522 0． 500 0． 507 0． 500 0． 638 0． 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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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 = 1 0． 478 0． 500 0． 493 0． 500 0． 362 0． 481
地区
东部 = 1 0． 406 0． 491 0． 414 0． 493 0． 348 0． 476
中部 = 2 0． 287 0． 453 0． 289 0． 453 0． 278 0． 448
西部 = 3 0． 306 0． 461 0． 297 0． 457 0． 374 0． 484

互联网使用
否 = 0 0． 502 0． 500 0． 466 0． 499 0． 768 0． 422
是 = 1 0． 498 0． 500 0． 534 0． 499 0． 232 0． 422

互联网使用时间对数 1． 14 1． 30 1． 23 1． 30 0． 50 1． 00
互联网使用时间对数平方 2． 99 4． 02 3． 22 4． 09 1． 27 2． 96
互联网作为信息渠道重要性 2． 67 1． 64 2． 78 1． 63 1． 82 1． 38

家庭通讯支出对数 5． 00 0． 989 — —
样本量 22496 19819 2677

( 四)分析方法
本文因变量自评健康状况( 健康 = 1，不健康 = 0) 是二分类变量，因此使用二元 Logit 回归模型进行

分析。在模型中 p表示居民自评健康的概率，βi 表示的是解释变量 xi 的系数，k 为解释变量个数，α 为
截距项。模型基本形式如下:

ln( p( y = 1
1 － p( y = 1) ) = α +∑k

i βi xi ( 1)

居民自评健康状况为“健康”的概率为:

p( y = 1 | x) =
eα +∑ k

i = 1
βi xi

1 + eα +∑ k

i = 1
βi xi

( 2)

互联网使用研究通常存在着一定内生性问题，比如健康状况同样可能影响居民的互联网使用，从而
产生反向因果问题，导致模型估计出现偏误。为此，本文借鉴祝仲坤( 2018) 等的研究，将“家庭每月邮
电通讯费( 包括电话、手机、上网、邮寄等) 对数形式”( 简称家庭通讯支出) 作为互联网使用和互联网作
为信息渠道重要性的工具变量，尝试对内生性问题进行纠正。家庭通讯支出费用与自变量有很强的关
系，符合工具变量相关性要求，同时家庭通讯支出费用也并不能直接影响个体健康状况。由于内生解释
变量互联网使用是离散变量，而 Ivprobit要求内生解释变量必须为连续型变量，传统的 Ivprobit模型不再
适用。而条件混合过程估计方法( Conditional Mixed Process，简称 CMP) 比 Ivprobit 适用范围更广，是适
用于不同模型、多个阶段的混合过程估计方法( Ｒoodman，2001) 。综合考虑内生变量的特点，本文选用
条件混合估计方法( CMP方法) 解决可能的内生性问题。

四、主要分析结果

( 一)互联网使用对居民自评健康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本文以自评健康状况为因变量，通过拟合 Logit模型来检验互联网使用对健康的影响及可能作用机

制。模型 1 为基准模型，在未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考察是否使用互联网对居民自评健康的影响。模
型 2 在模型 1 的基础之上纳入控制变量，进一步检验互联网使用对居民自评健康的影响。模型 3 考察
互联网使用强度对居民自评健康的影响。而模型 4 是以互联网使用作为信息渠道的重要性为自变量，
考察互联网使用对居民自评健康主要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见表 2。

由模型 1 结果可知，互联网使用对自评健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仍需进一步验证。在纳入控制变
量后，模型 2 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对自评健康仍然有显著影响。这否定了间接关系论，同时也证实了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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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1a。根据模型 2 拟合结果，使用互联网的居民自评健康状况为“健康”的发生比要比不使用互联网居
民高 32. 6% ( e0. 282 － 1) 。也就是说与不使用互联网居民相比，使用互联网居民自评健康状况更好。同
时控制变量中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体育锻炼、ISEI、城乡类型和地区都对居民自评健康有显著的影
响。具体而言，年龄越小、男性、有配偶、参与体育锻炼、社会经济地位更高、城镇和东部地区的居民自评
为健康的可能性更大。这也与以往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赵广川，2017) 。模型 3 主要考察了本研究所
关注的互联网使用强度对居民自评健康状况的影响。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时间对自评健康的影响呈现
出显著的边际递减趋势。这表明互联网使用的时间与自评健康之间可能存在“倒 U型”关系( 见图 1) 。
但传统二次项检验方法并不能完全证实 U型关系存在。Lind 和 Mehlum( 2010) 发现当自变量和因变量
之间真正的关系是凸且单调时，二次项将产生一个错误极值点，从而形成一个“伪 U型”曲线。因此，本
文进行了进一步的检验。结果表明，模型 3 中 Utest检验显著，且拐点值为 2. 27。随着互联网使用时间
对数的增加，居民自评健康状况为“健康”的可能性更大，但当互联网使用时间对数超过一定门槛值后，
居民自评健康状况为“健康”的可能性会不断减小( 见图 1) 。这表明互联网使用强度和自评健康状况之
间存在真实的“倒 U型”关系。这证实了假设 1b。这也表明技术压力论与健康促进论之间并不矛盾，其
实质反映的是不同视角下对于互联网使用对健康影响的认识。综合来看，互联网使用对自评健康的确
有显著正效应，但过度使用互联网可能不利于个体健康水平的提升。

图 1 互联网使用时间与自评健康状况的“倒 U型”图

接下来，本文进一步考察了互联网使用影响自评健康的作用机制。模型 4 拟合结果表明，居民认为
互联网使用作为信息渠道的重要性越高其自评为“健康”的可能性越大。这证实了假设 2。信息获取可
能是互联网使用影响居民自评健康状况的主要机制之一，居民可能通过信息通信技术提升了健康信息
获取能力，从而增强疾病预防意识和改变不健康生活方式，继而促进了其健康水平。Kreps( 2001 ) 认为
健康信息为指导健康行为、治疗和决策提供了依据，对于医疗保健和健康促进至关重要。国内研究表明
移动互联技术的发展更进一步提高了健康信息的泛化存在程度，消费者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在互联网时
代广泛存在( 宋士杰等，2019) 。宋士杰等( 2018) 研究发现相对于其他健康信息获取渠道，信息通讯技
术对城乡居民健康素养的促进作用最大。在腾讯发布的《大健康产业数据洞察报告》中，也显示仅 2019
年上半年，腾讯新闻的健康内容点击量突破 41 亿次，其中饮食健康、癌症、疾病防治等话题高居阅读量
榜首，生活方式、慢性病等话题受到国民的高度重视。在网络社会，得益于发达的网络传播工具，国民的
疾病预防需求愈加强烈，健康保健意识逐渐增强，人们也越来越重视健康的生活方式。因此，结合现有
国内外研究成果，并通过对假设 2 的验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认为，互联网使用对自评健康的正效应可
能是通过互联网作为健康信息机制发挥作用，也就是说，互联网作为重要的信息资源媒介可能通过健康
信息的传播对居民的自评健康产生了促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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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互联网使用影响居民自评健康的 Logit回归模型分析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年龄 － 0． 054＊＊＊ － 0． 053＊＊＊ － 0． 053＊＊＊

( 0． 002) ( 0． 002) ( 0． 002)

男性 0． 534＊＊＊ 0． 532＊＊＊ 0． 532＊＊＊

( 0． 043) ( 0． 043) ( 0． 043)

有配偶 0． 156* 0． 154* 0． 164*

( 0． 072) ( 0． 072) ( 0． 072)

参加体育锻炼 0． 137＊＊ 0． 135＊＊ 0． 124＊＊

( 0． 047) ( 0． 047) ( 0． 047)

ISEI 0． 012＊＊＊ 0． 012＊＊＊ 0． 011＊＊＊

( 0． 002) ( 0． 002) ( 0． 002)

城镇 0． 169＊＊＊ 0． 168＊＊＊ 0． 172＊＊＊

( 0． 048) ( 0． 048) ( 0． 048)

中部 － 0． 114* － 0． 114* － 0． 113*

( 0． 054) ( 0． 054) ( 0． 054)

西部 － 0． 311＊＊＊ － 0． 310＊＊＊ － 0． 309＊＊＊

( 0． 052) ( 0． 052) ( 0． 052)

互联网使用
1． 333＊＊＊

( 0． 048)
0． 331＊＊＊

( 0． 063)

互联网使用时间对数
0． 359＊＊＊

( 0． 081)

互联网使用时间对数的平方
－ 0． 079＊＊

( 0． 026)

互联网作为信息渠道重要性
0． 128＊＊＊

( 0． 019)
Utest 2． 13*

拐点值 2． 27
对数似然值
( 自由度)

902． 30
( 1)

1679． 93
( 9)

1685． 19
( 10)

1698． 75
( 9)

截距 3． 851＊＊＊ 3． 565＊＊＊ 3． 552＊＊＊ 3． 375＊＊＊

( 0． 148) ( 0． 157) ( 0． 158) ( 0． 163)
样本量 22496 22496 22496 22496

注: * p ＜ 0． 05，＊＊p ＜ 0． 01，＊＊＊p ＜ 0． 001;括号内为标准误。

前文的初步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和互联网作为信息渠道重要性对居民自评健康有显著的正效应。
但考虑到内生性问题，本研究继续以“家庭通讯支出对数”作为工具变量进一步检验。从表 3 可知，模
型 5 和模型 6 的 CMP估计结果中 atanhrho_12 值在 1%的水平上均具有统计显著性，这表明模型可能存
在内生性问题，此时有必要采用工具变量方法。第一阶段 CMP 估计结果显示，家庭通讯支出对数对互
联网使用和互联网作为信息渠道重要性的影响均在 1%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满足工具变量相关
性的要求。在控制了可能内生性偏误之后，第二阶段 CMP 的估计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和互联网作为
信息渠道重要性对居民自评健康状况的影响仍然显著。这再一次证实了前文的研究结论，即互联网使
用和互联网作为信息渠道重要性对居民自评健康的影响是真实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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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互联网使用对居民健康影响与机制的内生性分析

模型 5 模型 6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互联网使用 0． 634＊＊＊

( 0． 119)
互联网作为信息渠道重要性 0． 533＊＊＊

家庭通讯支出 0． 211＊＊＊ 0． 124＊＊＊ ( 0． 049)
( 0． 012) ( 0． 009)

其他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atanhrho_12 － 0． 294＊＊＊ － 0． 698＊＊＊

( 0． 077) ( 0． 101)
样本量 22496 22496

注: * p ＜ 0． 05，＊＊p ＜ 0． 01，＊＊＊p ＜ 0． 001;括号内为标准误。

( 二)互联网时代的健康不平等
为了进一步探究信息社会中健康不平等现象，模型 7、模型 8 在模型 2 的基础上分别加入了出生队

列、社会经济地位与互联网使用的交互项，检验互联网使用对自评健康效应的组间差异。具体结果见
表 4。

表 4 互联网使用影响居民自评健康的异质性分析

模型 7 模型 8
互联网使用 0． 471＊＊＊ 0． 692＊＊＊

( 0． 107) ( 0． 153)
1967—1986 年 0． 013＊＊＊

( 0． 124)
1987 年及以后 1． 928＊＊＊

( 0． 198)
互联网使用* 1956—1986 年 0． 013

( 0． 124)
互联网使用* 1987 年及以后 － 0． 162

( 0． 239)
ISEI 0． 019＊＊＊

( 0． 003)
互联网使用* ISEI － 0． 011＊＊

( 0． 004)
其他变量 控制 控制
对数似然值
( 自由度)

1600． 51
( 12)

1686． 76
( 10)

截距 0． 453＊＊＊ 3． 379＊＊＊

( 0． 101) ( 0． 174)
样本量 22496 22496

注: * p ＜ 0． 05，＊＊p ＜ 0． 01，＊＊＊p ＜ 0． 001; 括号内为标准误。

模型 7 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与出生队列之间交互效应并不显著。这表明在不同出生队列人群中，
互联网使用对其健康的效应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以往经验研究认为不同出生队列所处的社会环境与
社会结构可能形成了他们在互联网接入机会和能力上的差异，但是实证研究表明在接入网络后所产生
的健康回报并不会因为世代而产生显著差异，这否定了假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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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ISEI与互联网使用对自评健康的交互效应图

最后，本文检验了互联网使用对不同阶层的健康效应是否存在差异，继续考察互联网使用对健康不
平等的影响。模型 8 的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地位与互联网使用联合检验通过且交互效应显著，从而证实
了假设 4。在不使用互联网的居民中，ISEI 得分每上升 10 分，自评为健康的发生比就会增加 20． 9%
( = e0． 019* 10 － 1) ;而对于使用互联网的居民而言，ISEI得分每上升 10 分，自评为健康的发生比仅增加 8．
3% ( e0． 008* 10 － 1) 。具体如图 2 所示，在使用互联网居民中，随着社会经济地位的上升，居民自评健康状
况为“健康”的预测概率呈缓慢上升趋势。与之相比，在不使用互联网的居民中，随着社会经济地位的
上升，居民自评为“健康”的预测概率呈快速上升的趋势。这表明在网络时代互联网使用有利于减轻不
同阶层之间的健康不平等。Brodie( 2000) 等人研究认为人们一旦可以接入互联网，健康信息的数字鸿
沟也就会消失。Lee和 Hawkins( 2010) 基于未满足需求理论进一步发现，信息需求未得到的满足越多的
个人花在专业健康信息上的可能性越大。在传统社会中往往最需要得到健康信息支持的是低社会经济
地位者。但在从工业社会向网络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以往处于劣势地位的低社会经济者受益于互联网
技术的接入，可能会缩小与高社会经济地位者信息与资源的差距，从而获得在接入互联网之前未被满足
的健康需求，继而产生补偿型的健康效应。所以网络社会的互联网使用可能有利于促进健康信息与资
源流动，从而缩小不同社会阶层间的健康不平等。

五、结论与讨论

互联网使用的确有利于提高居民健康水平，且其可能作用路径之一是信息获取机制。但过度使用
互联网可能不利于个体健康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具体而言，互联网使用对居民自评健康状况有显著的
正效应，居民认为互联网使用作为信息渠道的重要性越高，其自评为健康的发生比越大。互联网作为重
要的信息资源媒介，可能通过健康信息的传递对居民的自评健康产生了积极的效应。进一步使用 CMP
方法控制潜在内生性后，所得结论依然稳健。同时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时间对数与居民自评健康
状况之间呈现出“倒 U型”关系。当互联网使用强度达到一定阈值后对自评健康的影响将会呈现出显
著的边际递减效应。

异质性分析结果同时表明，互联网技术有利于减少不同阶层之间的健康不平等状况。实证研究发
现，互联网使用对不同出生队列健康效应的差异并不显著，但对不同社会经济地位者健康的影响可能存
在显著差异。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与发展推动了健康信息资源分布和流动方式发生变化，以往在信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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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中处于劣势地位的低社会经济地位者，可能会受益于数字时代信息的扁平化，从而减少其与中高社会
经济地位者的健康不平等状况。在网络社会，信息技术发展为健康促进带来了一场新的信息革命。

信息技术的力量在某种意义上重塑了我们社会的信息结构，并丰富了传统社会分层理论对健康不
平等的解释。本土化研究认为，相比于将健康作为个人社会流动的一种筛选机制的健康选择论，社会因
果论在中国社会更具有解释力( 陆杰华、郭冉，2017) 。社会因果论认为，处于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
面临的健康风险可能性更大( 王甫勤，2012) 。但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信息技术作为一种重要的力
量，可能会重塑传统社会分层理论对健康不平等解释。也就是说，在信息社会可能存在信息促进效应。
即信息技术的发展，可能通过促进了现代医学健康知识的传播与增强健康信息可及性，补偿了由于结构
性因素导致的低社会经济地位者信息获取能力的不足，从而有效提高个人的健康水平，减轻不同阶层之
间的健康不平等状况。这也启示政策制定者，在信息社会背景下亟需创新传统社会健康治理模式，善于
运用健康信息传播技术，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和缩小国民健康不平等探索出一条新
路径。

本文在数据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尝试性地探究了互联网使用对居民自评健康的影响机制与效应，但
仍存在着一些不足。互联网作为信息渠道重要性并非是探究影响机制最直接的变量，因此在没有更加
详细的健康信息使用变量情况下，基于理论建立的替代性解释变量在机制估计时可能存在一定偏误。
此外，不同社会阶层处理信息的能力可能也有所差别;网络健康信息的质量对信息使用者健康的影响也
有所差异。但是本文作为在信息社会背景下对于互联网使用与健康关系的一项探索性研究，仍具有一
定的理论价值与启发意义。随着调查数据的丰富，在未来更进一步的研究中可以进行更加细致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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